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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稳定就业的关键所在。文章将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全

国政府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系统考察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及其内

在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且异地政府采购的效果更加显著；机制

分析表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主要内在

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大或失业率较高的时期、劳动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

以及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与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等政

策工具相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果更加突出，但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有待加强。文章揭

示了政府采购促进企业就业的微观经济后果及其内在机制，并为当前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实现

稳就业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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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外部环境的恶化，近年来，我国就

业形势日趋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2016年，我国失业人数逐年上升；2017年和 2018年

的失业人数高达 3 000万人左右；2023年 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强化稳岗扩就业政策支持，强化就业

优先政策导向。稳就业事关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各级

政府如何充分发挥“有为之手”的作用，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地保就业与稳就业，是当前亟待破

解的关键问题之一。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稳定就业的关键所在。关于各级政府如何促进企业劳动雇

佣，现有研究大多从政府补助（Shleifer 和 Vishny，1994；曾建光等，2017）、税收政策（聂辉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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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赵仁杰和张子尧，2023）、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余明桂和王空，2022）等方面进行探讨。政府

采购是连接公共需求与市场供给的需求侧财政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本就是其政策功能

的应有之义（武威等，2022）。在实践中，政府采购已成为各级政府落实 “六稳”“六保”、稳定民

生就业的重要手段。尽管部分文献从宏观层面证实了政府采购规模与地区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

关关系（Monacelli等，2010），但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深入剖析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及其内在机理。探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就业的实际影响及作用机制，既有助于在学术层面拓展政

府采购与企业劳动雇佣的相关文献，也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为我国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政策参

考，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利用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订单合同信息，将 2015—2021年全国政府采购合同与

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系统考察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

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且异地政府采购的效果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稳定

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主要内在机制；异质性

分析表明，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大或失业率较高的时期、劳动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财政

状况较好的地区，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与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等政策工

具相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果更加突出，但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

现有文献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信息透明度（Samuels，2021）、企业绩效（Cohen和 Li，2020）、社

会责任（韩旭和武威，2021）、技术创新（孙薇和叶初升，2023）等方面的影响，较少有文献关注政

府采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行为。本文基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证实了政府采

购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结论，丰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第二，本文深化了企业

劳动雇佣影响因素的研究。与本文研究主题较为相关的是财政政策的稳就业效应，现有少数研

究从宏观视角考察了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作用（郭新强和胡永刚，2012），其他则探讨政府补助和

税收政策的作用，缺乏对政府采购稳就业效应的系统考察。张国胜和吴晶（2019）利用 2005年世

界银行调查数据评估了政府采购的就业效应，但受限于第三方调查数据，缺乏对政府采购发挥

稳就业作用内在机理的深入探讨。本文分析并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有助于

理解需求侧财政政策工具影响企业就业的微观机制。第三，本文对当前切实解决我国  “稳就

业、保就业”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实践价值。此外，本文对

以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工具支持企业劳动雇佣的效果进行了

比较，为全面有效发挥各类政策工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雇佣

与直接向企业提供补助等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不同，政府采购是基于政府部门实际需求在

需求侧运用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支持方式。得益于政府客户较强的购买力、较好的偿付能力以及

严格的监管，政府采购合同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受宏观经济与市场因素影响较小，对缓

解企业销售压力、引导市场预期具有显著作用（Goldman，2020），在实践中已成为各国政府介入

市场的常用政策工具。作为一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劳动雇佣体现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企业

对劳动雇佣潜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一方面，劳动雇佣的主要目的是支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市场风险状况会直接影响劳动雇佣决策（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另一

方面，不同于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劳动具有专用性和不可抵押性特征，且工资支付与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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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匹配，这增加了对资金的占用，因此企业的融资状况对劳动雇佣的影响较大（刘贯春等，

2021）。基于此，结合政府采购的政策特点与企业劳动雇佣的特征，本文立足于企业劳动雇佣的

内在动机和约束条件，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层面分析政府采购对企业

劳动雇佣的影响。

第一，政府采购能够有效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升企业劳动雇佣的内在动机。一方面，

政府采购能够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政府采购主体拥有强大的购买力，以集中采购模式为主的政

府采购能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为企业产品提供稳定的销售市场（武威，2022），这会通过收入效

应带动产品需求增加，从而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对各生产环节劳动的需求（王永钦

和董雯，2020）。另外，鉴于政府采购的公开质量监督和高标准产品要求，政府采购对市场具有

较强的消费引导作用，能够产生示范效应，增进消费者对企业的关注与认可（王伊攀和朱晓满，

2022），从而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降低

企业业绩波动。政府客户较少受竞争威胁与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影响，变更供应商的动机较弱

（韩旭和武威，2021），这有效降低了企业遭受客户 “敲竹杠”的风险。尤其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景

气时期，政府采购被证实具有较好的企业风险防控与业绩稳定作用（Goldman，2020）。因此，政

府采购能够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降低企业业绩波动来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升劳

动雇佣的内在需求，增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信心。

第二，政府采购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劳动雇佣面临的约束条件。一方面，

政府采购能够降低企业信贷成本。出于财政安全等因素考虑，政府客户对供应商的信息披露要

求更高。因此，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隐藏负面消息的可能性（Samuels，

2021）。这有助于缓解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简化银行的信贷甄别流程。同

时，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与银行等金融部门合作，推出了多种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产品（俗称“政

采贷”），供应商基于政府采购合同即可向银行快速申请贷款，从而有效降低信贷成本。另一方

面，政府采购能够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日趋活跃，商业信用逐渐

成为银行贷款的替代性融资方式（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现有研究证实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企

业劳动雇佣的积极影响（余明桂和王空，2022）。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供应链关系中，上游供应商、

企业和下游客户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逐渐链接成为联系紧密的利益主体，尤其下游客户的需

求变化将引起上游供应商的产能大幅波动，从而深刻影响整个供应链组织关系（杨志强等，

2020）。相较于私人客户，政府客户较为稳定，且政府订单信息较为透明，这有效降低了上游供

应商所面临的产能风险。此时，政府大客户发挥了供应链治理作用（李维安等，2016），强化了整

个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资源交互，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来自供应商或客户的商业信用支

持。因此，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来改善企业融资困境，从

而缓解企业劳动雇佣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采购能够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

假设 1a：政府采购能够稳定企业生产经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业绩波动来促进企业

劳动雇佣。

假设 1b：政府采购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来

促进企业劳动雇佣。

（二）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差异

从政府采购订单的分配来看，政府采购可划分为本地采购和异地采购。其中，企业获得本

地政府采购订单为本地采购，获得外地政府采购订单为异地采购。理论上，在充分竞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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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地企业与异地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政府竞标活动；但在现实中，政治关联、地方保护主义

等因素对政府订单的分配会产生潜在影响（武威和刘玉廷，2020）。一般来说，企业与本地客户

建立政治联系的可能性更大，受到的本地保护程度更高。从作用机理来看，政府采购对企业劳

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可能在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之间存在差异。一方面，从政府采购所产生的生

产激励来看，本地企业为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而可能采用寻租、贿赂地方官员等方式，由此造成

额外的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支出（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政府采购在降低

业绩波动和缓解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的益处；本地企业与本地政府部门建立政治联系可能会出现

降低产品验收标准等现象（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从而降低企业在生产端的劳动投入。另一

方面，从政府采购所传递的信号来看，由于异地采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异地政府采购订单更多

地传递出企业自身产品高质量及高水平竞争力的信号。这有助于提升企业获得的市场声誉，吸

引更多的资源。因此，异地采购受政治关联、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较小，更有助于发挥政

府采购的生产激励作用和信号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相对于本地政府采购，异地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余明桂和王空（2022）等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对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进行识别：

lnEmployeeit = α0+α1GP1/GP2it +α j

∑
Controlsit +λi+ηt +εit （1）

1. 解释变量：政府采购（GP1/GP2）。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层面研究政府采购的实证文献主要

采用以下三种测量方法：（1）利用世界银行等第三方调查数据，通过问卷中“是否获得政府合

同”“获得政府订单份额”等问题进行衡量（张国胜和吴晶，2019；徐建斌和李春根，2020）；（2）利
用上市公司披露的客户信息，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具有政府背景的客户，并确定此类客户的销售

额（窦超等，2020；张沁琳和沈洪涛，2020）；（3）利用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合同，部分

研究采用 Python爬取合同中的采购人、供应商、采购金额、合同年份等信息进行研究（武威和刘

玉廷，2020；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孙薇和叶初升，2023）。由于通过第三方调查数据获得的样

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当前上市公司客户信息披露不充分，前两种方法面临样本选择偏误问

题。为此，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借助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合同信息，构造了两个主

要解释变量 GP1 和 GP2，分别表示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采购规模（以政府采购金额加 1 后取自

然对数衡量）以及是否获得政府采购（若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2. 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雇佣规模（lnEmployee）。参考余明桂和王空（2022）以及叶永卫等

（2023）的研究，本文以企业当年员工人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lnEmployee）来衡量企业劳动雇佣

规模。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当年雇佣人数越多，劳动雇佣规模越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

文还借鉴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做法，直接使用企业当年员工数量（Employee）进行检验。

3.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公司财务、治理特征以及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因素，具体包括企业规模（lnSize）、企业年龄（lnAge）、财务杠杆（Lev）、现金流水平（OCF）、
固定资产比重（PPE）、成长能力（Growth）、总资产收益率（ROA）、管理层持股比例（Manstock）、
股权集中度（Top1）、产权性质（SOE）、城市生产总值（lnGDP）、城市人口规模（lnPeople）。

λi ηt εit

α1

本文变量定义见表 1。此外，模型中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表示随机

扰动项。本文将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本文重点关注 GP1/GP2的系数 ，其反映了

剔除其他干扰因素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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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lnEmployee 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以当年员工人数加1后的自然对数表示

解释变量
GP1 政府采购规模，以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总金额加1后的自然对数表示

GP2 是否获得政府采购，若企业当年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lnSize 企业规模，以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lnAge 企业年龄，以成立年份加1后的自然对数表示

Lev 财务杠杆，以资产负债率表示

OCF 现金流水平，以经营性现金流与期末总资产之比表示

PPE 固定资产比重，以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表示

Growth 成长能力，以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

ROA 总资产收益率，以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之比表示

Manstock 管理层持股比例，以管理层持股比例乘以100%表示

Top1 股权集中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乘以100%表示

SOE 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lnGDP 城市生产总值，以企业所在城市当年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表示

lnPeople 城市人口规模，以企业所在城市年末总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Ind 行业虚拟变量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本文以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其中，公司财务与治理数据主要来自 CSMAR数据库，地区经济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政府采

购数据则如上文所述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爬取得到。由于 2015年 3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明确了采购人的信息披露要求，2015 年 3 月后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

了较为详细的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因此本文以 2015—2021 年为研究区间。首先，利用爬虫技术

得到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 2015—2021年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其次，利用政府采购合同披露的

采购人（甲方）、供应商（乙方）、合同签订日期等信息，与上市公司进行匹配。由于大量政府采购

订单由上市公司子公司获得，不同于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利用上市公司全称进行匹配，本文

借鉴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做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分别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进行匹配，剔除重

复合同后以自然年为基准，从而得到“上市公司母、子公司—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数据集。最

后，将母、子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合同在母公司层面进行汇总，从而得到上市公司当年获得政

府采购订单的总金额。在剔除了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得到 2015—2021年共 25 080个企

业—年份观测样本。为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的水

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三）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劳动雇佣变量 lnEmployee 的均值为 7.583，标准差为

1.268，中位数为 7.503，与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研究数据基本一致。政府采购变量 GP1和 GP2
的均值分别为 1.169和 0.165（即样本中 16.5%的企业获得政府订单），数值略高于姜爱华和费堃

桀（2021）研究中的 1.096和 0.069（即样本中近 7%的企业获得政府订单）。这可能主要由上文提

到的匹配规则差异所致，本文采用的母、子公司同时匹配方法能够更全面地识别上市公司获得

政府订单的情况。控制变量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未发现显著差异。此外，本文还对是否获

得政府采购订单变量 GP2进行了单变量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与未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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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订单的企业之间，劳动雇佣变量 lnEmployee 的均值差异为 0.59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初

步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具有促进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本文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其

中，列（1）和列（2）纳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政府采购变量 GP1 和

GP2的系数分别为 0.033和 0.232，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列（3）和列（4）额外控制了个体固定

效应，此时 GP1和 GP2的系数分别为 0.008和 0.046，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列（5）和列（6）额
外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此时 GP1和 GP2的系数分别为 0.034和 0.243，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上述结果表明，政府采购确实能够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本文假设 1由此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5） （6）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GP1 0.033*** 0.008*** 0.034***

（9.58） （4.97） （10.14）

GP2 0.232*** 0.046*** 0.243***

（9.56） （4.36） （10.06）

lnSize 0.766*** 0.769*** 0.666*** 0.667*** 0.766*** 0.768***

（75.18） （75.82） （37.46） （37.46） （75.82） （76.41）

lnAge 0.044 0.043 0.142 0.143 0.034 0.033

（1.24） （1.19） （1.25） （1.25） （0.96） （0.93）

Lev 0.372*** 0.375*** 0.132*** 0.132*** 0.347*** 0.351***

（6.11） （6.15） （2.62） （2.62） （5.76） （5.83）

OCF 0.677*** 0.677*** 0.052 0.052 0.641*** 0.641***

（10.64） （10.63） （1.40） （1.41） （10.27） （10.26）

PPE 1.245*** 1.239*** 0.800*** 0.800*** 1.249*** 1.243***

（13.68） （13.64） （8.43） （8.42） （13.90） （13.85）

Growth −0.034*** −0.034*** 0.012*** 0.012*** −0.031*** −0.031***

（−5.94） （−5.98） （3.34） （3.31） （−5.48） （−5.53）

ROA 0.930*** 0.935*** 0.061 0.061 0.879*** 0.885***

（9.77） （9.82） （1.17） （1.16） （9.36） （9.42）

Manstock 0.002***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3.95） （3.94） （1.26） （1.28） （3.32） （3.31）

Top1 0.004*** 0.004*** 0.001 0.001 0.004*** 0.004***

（5.30） （5.33） （1.54） （1.54） （5.54） （5.57）

SOE 0.044* 0.046* 0.052* 0.052* 0.049* 0.051*

（1.65） （1.74） （1.95） （1.95） （1.84） （1.94）

lnGDP −0.025 −0.025 0.050 0.050 −0.026 −0.027

（−1.53） （−1.51） （1.59） （1.57） （−1.16） （−1.20）

lnPeople −0.078*** −0.078*** −0.023 −0.022 −0.022 −0.022

（−3.16） （−3.16） （−0.39） （−0.37） （−0.63） （−0.63）

Constant −9.140*** −9.204*** −8.511*** −8.539*** −9.355*** −9.411***

（−29.68） （−29.96） （−12.39） （−12.44） （−22.66） （−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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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可能面临以下干扰因果关系识别与模型估计结果的因素：作为地方政府常用政策工

具，政府采购订单分配可能受较强行政力量影响，政府部门可能出于地区发展、产业政策等目

标向特定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与地区经济发展、政府施政风格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能存在未观

测的混杂因素；尽管政府订单要求在线公开，但各地政府信息化水平与政策执行力度不一，加之

数据爬取与匹配技术局限，可能导致样本测量误差。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模

型、排除产业与地区经济发展层面的遗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并

通过替换变量测度方式、检验滞后效应等方式增强结论稳健性。

（三）进一步分析：本地与异地政府采购

本文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上市公司为

研究对象，进一步检验本地与异地政府采购

效应的差异。本文通过识别订单合同的地理

位置，并将其与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进行匹

配，将订单划分为本地采购和异地采购，据此

构建本地采购金额（GP1_local）、异地采购金

额（GP1_offsite）、是否本地采购（GP2_local）
以及是否异地采购（GP2_offsite）等变量。参

照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方法，本文将这些

变量同时纳入模型（1），以比较其系数的差

异。表 3 结果显示，在列（1）中，异地采购金

额变量 GP1_offsite 的系数为 0.016，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而本地采购金额变量 GP1_local
的系数为 0.001，并不显著。在列（2）中，是否

异地采购变量 GP2_offsite 的系数为 0.092，且

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是否本地采购变量 GP2_local 的系数为−0.003，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

相较于本地采购，异地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假设 2由此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本文遵循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逻辑，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层面，

检验政府采购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内在机制。

续表 2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5） （6）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Firm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ince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703 0.702 0.958 0.958 0.711 0.71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企业层面聚类处理后的稳健t值。下表同。

 

表 3    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雇佣：

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

（1） （2）

lnEmployee lnEmployee

GP1_local 0.001

（0.32）

GP1_offsite 0.016***

（3.28）

GP2_local −0.003

（−0.07）

GP2_offsite 0.092*

（1.7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N 4 146 4 146

Adj. R2 0.754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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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按照上文理论逻

辑，政府采购不仅能直接产生生产规模扩张

效应，还能间接产生企业业绩稳定效应，从而

促进企业扩大劳动雇佣规模。为验证上述逻

辑，本文借鉴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毛其淋

和王玥清（2023）等的研究，采用营业收入来

衡量企业生产规模，并对营业收入取自然对

数（ lnOR）；借鉴张瑞君和李小荣（2012）、梁
上坤和陈冬华（2014）等研究的做法，以经行

业调整的企业资产收益率在前后一年（t−1至
t+1年）共三年的滚动标准差来衡量业绩波动

（Risk）。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政府采购分别对企业生产规模、业绩波动进行回归，以检

验政府采购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表 4 报告了检验结果，在列（1）和列（2）中，政府采购

变量 GP1 和 GP2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生产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在列（3）和
列（4）中，GP1和 GP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业绩波动具有负向影响。上述结

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规模扩张、稳定业绩波动，从而有效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并提升

劳动雇佣规模，假设 1a由此得到验证。

2.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根据上文理论逻

辑，企业获得政府订单向外界释放了积极信

号，有助于提升企业在信贷市场中的地位，降

低信贷成本，增加商业信用，从而促进企业扩

大劳动雇佣规模。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借

鉴 Pittman 和 Fortin（2004）、周楷唐等（2017）
的研究，以利息支出除以长短期债务总额的

平均值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信贷成本，为便

于观测而将其乘以 100（DebtCost）；借鉴陆正

飞和杨德明（2011）等的研究，以企业当年应

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之和除以总资

产来衡量商业信用水平（TC）。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政府采购分别对企业信贷成本、商业

信用进行回归，以检验政府采购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表 5报告了检验结果，在列（1）和
列（2）中，政府采购变量 GP1和 GP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降低了企业信贷成本；在

列（3）和列（4）中，GP1和 GP2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产生了正

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信贷成本，提升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从而有

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假设 1b由此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上文分析并验证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探讨了本地政府采购

和异地政府采购的影响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劳动雇佣还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个体差异等

因素的影响，且政府采购政策效果与地区财政状况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失业率、企业劳动依赖程度和地区财政状况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以丰富和完善政府采购与

企业劳动雇佣关系的分析框架。

 

表 4    机制检验：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1） （2） （3） （4）

lnOR lnOR Risk Risk

GP1 0.018*** −0.054***

（7.15） （−3.55）

GP2 0.119*** −0.310**

（6.38） （−2.5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814 0.813 0.309 0.308

 

表 5    机制检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1） （2） （3） （4）

DebtCost DebtCost TC TC

GP1 −0.019*** 0.001***

（−4.22） （3.43）

GP2 −0.132*** 0.007***

（−3.83） （2.7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292 0.291 0.440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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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经济形势。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较高时，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增加。出于风

险规避的考虑，经理人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投

资策略，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收缩贷款规模

（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从而对企业劳动雇

佣产生负向影响。同理，当社会整体失业率

较高时，受企业间同群效应的影响，经理人同

样会收缩劳动雇佣规模，导致劳动雇佣水平

下降。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果政府

采购能够发挥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缓解流动

性约束的作用，则可以推断政府采购的稳就

业效应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社会整体

失业率较高的时期更加明显。为此，本文借

鉴陈胜蓝和李占婷（2017）、窦超等（2020）的

做法，采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表

征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并依据中位数将样本

划分为高不确定性组和低不确定性组，分别

赋值为 1 和 0（EPU）；同时，利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样本划分为高失业率时期和低失业率时

期，分别赋值为 1和 0（UR）。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引入交乘项来检验组间差异。表 6报告了检

验结果。结果显示，政府采购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交乘项 GP1×EPU 和 GP2×EPU 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政府采购与社会失业率交乘项 GP1×UR 和 GP2×UR 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宏观

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整体失业率较高的时期，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更强。上述结果体现出政

府采购发挥了平滑经济波动、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这与上文的逻辑框架一致，符合理论预期。

2. 劳动依赖程度。不同企业的生产函数构成、劳动投资的边际效益差异较大，对劳动的需

求程度也各不相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更依赖于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对劳动

雇佣策略也更为敏感（刘贯春等，2021），在面对政府采购带来的市场和信贷红利时，会采取更加

积极的劳动投资策略；而对技术密集型等高科技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活动对劳动的依赖程度

较低，政府采购对劳动雇佣的驱动作用则相对较弱。因此可以推断，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在

劳动密集型企业、非高科技行业中更加明显。为此，本文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进行检验。本

文借鉴卢闯等（2015）的做法，以员工人数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劳动密集度，按照中位

数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前者赋值为 1，后者赋值为 0（LI）；借鉴黎文靖和

郑曼妮（2016）的做法，将制造业中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归为高科技行业，其他归为非高

科技行业，前者赋值为 0，后者赋值为 1（TI）。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交乘项的方式来检验组间差

异。表 7报告了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密集度交乘项 GP1×LI 和 GP2×LI 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政府采购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交乘项 GP1×TI 和 GP2×TI 的系数也均显著为

正。总体而言，企业的劳动依赖程度越高，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越强。上述结果体现出劳动依

赖程度不同的企业在面对政府采购政策红利时的策略差异，这与上文的逻辑框架一致，符合理

论预期。

 

表 6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GP1 0.024*** 0.029***

（6.13） （8.06）

GP2 0.171*** 0.212***

（5.70） （7.94）

GP1×EPU 0.011***

（3.78）

GP2×EPU 0.085***

（3.55）

GP1×UR 0.007***

（3.24）

GP2×UR 0.037**

（2.12）

Cons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703 0.702 0.703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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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区财政状况

（1）财政透明度。竞争和价格机制是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工具，也是政府采购有效

性的基石。透明度是衡量财政信息披露质量

的一个重要尺度，财政透明的规范和推进能

够强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一方面，较

高的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构建政府采购市场自

由竞争的环境，提升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平性

和公正性，保证企业产品符合甚至高于政府

采购的相关标准。这将放大政府采购的示范

效应及声誉优势，企业将更愿意扩大生产规

模，且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将更低，从而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较高的财政透

明度能够降低企业在政府采购竞标、履约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环境不确定性，这

有利于企业降低业绩波动性，从而对企业劳

动雇佣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借鉴潘俊等（2016）
的研究，选取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

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数据，构造地级市政府

财政透明度指标（FT），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

分为高财政透明度组和低财政透明度组，前

者赋值为 1，后者赋值为 0。表 8列（1）和列（2）
报告了检验结果。政府采购与财政透明度交

乘项 GP1×FT 和 GP2×FT 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

用在高财政透明度组更加显著，财政透明度

有助于强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

（2）财政收支压力。一方面，地方财政压

力与政府支出规模通常负相关（Skidmore 和
Scorsone，2011）。尽管我国地方政府以财政

支出的向下刚性为前提来维系地方经济的持

续稳定增长，但仍存在通过压缩财政支出来

缓解财政压力的强烈动机（徐超等，2020）。
这对政府采购的范围与规模造成负向影响，

限制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从而对企业劳动

雇佣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

力和财政收入紧张会导致地方政府对举债融资的强烈需求，债务资金规模飙升将削弱地方政府

的风险抵御能力。这不仅会增加政府采购合同违约风险，还会挤出企业信贷资源，加剧融资约

束（余明桂和王空，2022），从而弱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本文借鉴赵璨等（2015）的研究，以

财政赤字率来度量城市财政收支压力，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财政收支压力组和低财政收

 

表 7    基于劳动依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GP1 0.026*** 0.013***

（7.20） （2.65）

GP2 0.195*** 0.091***

（7.38） （2.79）

GP1×LI 0.013***

（2.82）

GP2×LI 0.067**

（2.02）

GP1×TI 0.028***

（4.57）

GP2×TI 0.214***

（4.83）

Cons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725 0.724 0.703 0.703

 

表 8    基于地区财政状况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GP1 0.026*** 0.038***

（5.90） （8.86）

GP2 0.182*** 0.276***

（5.93） （8.74）

GP1×FT 0.009*

（1.84）

GP2×FT 0.082**

（2.22）

GP1×FP −0.012**

（−2.43）

GP2×FP −0.100***

（−2.6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703 0.703 0.704 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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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压力组，前者赋值为 1，后者赋值为 0（FP）。表 8列（3）和列（4）列报告了检验结果。政府采购

与财政收支压力交乘项 GP1×FP 和 GP2×FP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

的促进作用在低财政收支压力组更加显著，较低的财政收支压力有助于强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

效应。

（三）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比较

除了政府采购外，各级政府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采用不同的稳就业政策工具，其中政府就业

补助和税收优惠是另外两种较为典型的做法。如果说政府采购是为企业就业提供市场激励的需

求侧财政政策工具，侧重于为企业提供就业拉力，那么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则是着眼于降

低劳动雇佣成本的供给侧财政政策工具，侧重于为企业提供就业推力。与政府采购相同的是，

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同样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资源支持，在缓解融资约束等劳动雇佣的限

制条件方面具有较好效果。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稳岗补贴通过一次性资金注入，能够

直接驱动企业雇佣劳动（曾艺等，2023）；税收优惠则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税负压力，带来具有长

期激励性质的节税收益，从而鼓励企业扩大劳动雇佣规模（潘凌云和董竹，2021）。但从企业获

取资源的内在机理来看，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与政府采购存在较大区别：政府就业补助和

税收优惠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以实现公共资源向企业配置，具有简单直接、见效快

的优势；政府采购则通过与企业平等交易以市场化方式为企业提供公共资源，能够提供更有效

的市场激励。因此，在支持企业劳动雇佣方面，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和激励范围等方

面存在差异，各自呈现出不同优势（杨白冰和武威，2023）。现有文献对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促

进企业劳动雇佣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探讨，本文进一步比较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差异。

表 9展示了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实际影响效果。参照政府采购的指标衡量

方法，本文以企业当年获得的就业补助金额取自然对数（ES1）、当年是否获得就业补助（ES2）以

及当年获得的税收优惠金额取自然对数（TI1）、当年是否获得税收优惠（TI2）分别度量就业补助

和税收优惠水平。列（1）至列（4）分别检验了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就业

补助变量 ES1、ES2 及税收优惠变量 TI1、TI2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均能

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列（5）和列（6）将就业补助、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同时纳入模型，相对而言，

政府采购变量的系数最大。上述结果表明，在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方面，相较于政府就业补助和

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果更加突出。这也说明企业劳动雇佣的根本动力在

于满足企业生产及产品需求以实现其经济目标，而政府采购直接为企业就业提供了市场激励，

并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还通过引入交乘项的方式，检验政府采购与就业补助、税收优惠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

应，即检验政府采购与其他政策工具是否能够产生“1+1>2”的协同效果。表 9 列（7）和列（8）结

果显示，政府采购与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尚未发现明显的协

同效应。本文认为，政策协同强调不同层级政府及政府部门通过沟通与对话，使公共政策相互

兼容、协调与支持，以解决复杂性问题和实现共同目标（赵晶等，2022）。从理论上讲，政府采购

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订单和投资机会，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则为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资

金扶持，从而构成了围绕劳动雇佣的潜在融资与投资关系。但从各地具体实践来看，不同政策

工具的主管部门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也存在差异，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机协同。不同政策工具

对企业劳动雇佣均具有促进作用，未来各地在具体实践中有必要围绕就业工作，探索构建不同

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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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政府采购与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比较

（1） （2） （3） （4） （5） （6） （7） （8）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lnEmployee

ES1 0.010*** 0.010*** 0.011***

（9.36） （9.30） （9.67）

ES2 0.089*** 0.087*** 0.098***

（6.60） （6.50） （7.00）

TI1 0.011*** 0.010*** 0.011***

（7.86） （7.54） （7.77）

TI2 0.121*** 0.113*** 0.125***

（5.75） （5.43） （5.83）

GP1 0.032*** 0.046***

（9.48） （5.96）

GP2 0.229*** 0.345***

（9.48） （6.31）

GP1×ES1 −0.001**

（−1.98）

GP1×TI1 −0.001

（−1.60）

GP2×ES2 −0.065**

（−2.00）

GP2×TI2 −0.098*

（−1.8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和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25 080

Adj. R2 0.701 0.700 0.701 0.700 0.708 0.705 0.708 0.705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机制，这对于实现就业稳定、推动就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表明，政府采购通过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本文基于 2015—2021年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匹

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上述理论预期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第一，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

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且异地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第二，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

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主要内在机制；第三，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

或失业率较高的时期，对于劳动依赖程度较高或所在地区财政状况较好的企业，政府采购的稳

就业效应更加明显；第四，与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工具相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

效果更加突出，且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有待加强。本文为解决当前我国“稳就业”“保

就业”问题以及优化政府采购政策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切实发挥政府采购的稳就业作用，完善其顶层设计。在政府采购政策体系设计中，应

将解决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在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缓解企业融资

约束等方面的优势，健全政府采购信息共享与发布协同机制，推动信息发布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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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化政府采购政策的靶向支持、声誉机制和信号效应。一方面，应将区域政策环境、

宏观经济形势、企业特征以及地区财政状况纳入政府采购预期政策效果的事前评估中，增强政

府采购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靶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扩大市

场需求和获得外部融资的声誉机制和信号效应，构建有效的政府采购主体与企业互动机制，注

重考察政府采购与市场机制作用的互补性，营造更加公平的区域间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环境。此

外，建议探索构建各类财政政策工具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需求引导作用、政府补

助的资源支持作用和税收优惠的长期激励作用，切实增强企业增加劳动雇佣的内在动力。

第三，企业应积极参与政府采购竞标活动，不断完善与政府采购相关的战略管理、供应链

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企业不仅应努力把握政府采购的市场机遇，挖掘其产品需求，针

对不同的政府采购项目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市场营销策略，而且应积极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及时获取政府采购项目信息，持续提升参与政府采购竞标的专业化水平。此外，企

业应主动顺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政策引导，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全面、有效地履行，持续发挥自

身在稳定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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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nterprises are the primary employers and the key to stable employment. Government pro-

curement is a fiscal policy tool that connects public demand and market supply. Exploring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n the actual employment of enterprises not only helps to exp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enterprise employment at the academic research level, but

also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the current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in China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n the scale of enterprise employment and its

mechanism by match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with the parent and subsidiary data of lis-

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1, using the government order contract information disclos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ebsi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ale of enterprise employment, with heterogeneou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aving an even greater ef-

fect.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stabilizing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alleviating en-

terpri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by which government procurement enhances the scale

of enterprise employ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uring periods of high macroeconomic uncer-

tainty or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labor dependence and regions with good

financial status experience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n “stabilizing employ-

ment”. Compared to government employment subsidies and tax incentive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as a

more prominent effect o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However,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between different

policy tool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aims to confirm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motes enterprise employment,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microeconomic con-

sequence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econd, it aim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

terprise employment at the micro level, provid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icro-mechanism of demand-

side fiscal policy tools that affect enterprise employment. Third, it provides valua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addressing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maintaining and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

tunities in China, while also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employment subsidies, tax incentives, and government procure-

ment as representative fiscal policy tools to support enterprise employmen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com-

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use of various policy tools.

Key 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enterprise employment；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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